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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第三條道路┘的新理論

90年代以來，以美國的克林頓（Bill Clinton）、意大利的普羅迪（Romano

Prodi）、法國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英國的布萊爾（Tony Blair）和德國的施羅

德（Gerhard Schröder）等為代表的左翼政黨相繼上台執政，他們不約而同地宣稱

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奉行一種既不同於傳統左派，又不同於右翼主流的

「新中派」（the new centre）策略。在克林頓總統率先把其新的政治經濟策略稱之

為「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後，「第三條道路」便成為歐美左派政黨的政治

標識，博得了歐美左翼力量的廣泛響應，形成為歐美國家中一種新興的政治

運動。布萊爾首相上台後，更是高高舉起了「第三條道路」的旗幟，親自撰著了

《第三條道路：面向新世紀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以此作為他所領導的英國工黨的執政綱領。英國著名學者、現任倫敦

經濟政治學院院長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等左翼學者則致力於對「第三

條道路」進行理論建構，吉登斯近年相繼發表了《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等深有影響的專著，其他學者關於「第三條道路」的論著更是

汗牛充棟，「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已經不僅是一種新政治運動，而且也是一種新

的政治思潮。

一　「第三條道路」和「新中派」

「第三條道路」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歐洲政治中出現。人們曾

經把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政治選擇稱為「第三條道路」，把介於自由

競爭式的資本主義與國家壟斷式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選擇也稱為「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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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盧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那樣，在過去數十年中，對處於左右之間、

或超然於左右之上的「第三條道路」、「中間路線」的談論一直沒有中斷過，「20年

代的法西斯主義者、30年代哈羅德．麥克米蘭提倡的人道主義的資本主義、

50年代社會黨國際所追尋的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中間路線、60年代

東歐國家倡導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70年代德國的綠黨、80年代瑞典的社會

民主黨，都曾求助於這個稱謂」1。但是，90年代重新出現的「第三條道路」，決

不是對以往的簡單重複，而有<新的含義。

「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實踐者是西方的中左力量（the centre-left），主要是西方

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如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等。「第三條道路」的最

基本意義，就是它聲稱同時超越以新自由主義為特徵的新右派和以社會民主主

義為特徵的傳統左派。換言之，它既反對傳統的右翼保守主義政治，又反對傳

統的左翼激進主義政治，同時又分別從傳統的左右兩翼中汲取營養，繼承了傳

統左派和新右派的某些價值。它被認為是在傳統的兩個極端之間找到了一個合

適的中介，它是一種新的中派，或一個新的中心（neue Mitte, new centre）。它的

基本目標就是要使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化，用布萊爾的話來說就是2：

第三條道路代表(一種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承諾社會正義的激情和中

左派的目標，但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卻是靈活的、創新的和前矚性的。第

三條道路基於其上的那些價值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一直指引(進步的政

治，這些價值就是：民主、自由、相互責任和國際主義。它之所以是第三

條道路，是因為它既決定性地超越了專注於國家控制、高稅收和生產者利

益的老左派，又決定性地超越了把公共投資、並且常常也把「社會」和集體

努力的重要觀念當作罪惡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

被稱為布萊爾首相的「精神導師」的吉登斯教授對「第三條道路」與新右派和

老左派的聯繫與區別曾經做過系統的分析，指出了它們之間的五大異同，這一

分析被當作是對「第三條道路」與新右派和老左派相互關係的權威性闡述。根據

吉登斯的論述，新中派與老左派和新右派在以下五個方面既有聯繫，又相區

別3：第一，在政治價值方面，它繼承了老左派的社會正義觀點，仍把它作為自

己的核心價值，但放棄了其階級政治，而尋求一種跨階級的支持。它拒絕新右

派的極端自由主義，同時接受了其反對權威主義和排外主義的目標。第二，在

經濟體制方面，它倡導一種混合經濟，這種混合經濟既不像老左派那樣強調管

制，也不像新右派那樣把解除管制等同於自由，而是力爭使管制與解除管制、

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與非經濟方面之間達到平衡。第三，在國家干預問題上，

它既反對老左派熱衷於擴大政府干預的範圍，也反對新右派過份弱化政府干

預，而主張重新界定民主政治，「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即下放政府的權力，

使政府與公民社會組織進行更加積極的合作。第四，在國家主權問題上，它既

反對老左派對民族國家（nation）的輕視，也不滿新右派對民族國家的過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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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倡導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民族國家觀，既要堅持民族認同，又要以

更加開放的心態來反省和重構民族認同。第五，在福利國家問題上，它像新右

派一樣看到了福利國家存在的致命弱點，但像老左派一樣不同意放棄或削弱

福利國家，而主張對福利國家進行徹底的改革，使之成為一種社會投資國家

（social investment state），在風險與安全、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之間建立新的關

係。

「第三條道路」究竟是新路還是舊途？在「第三條道路」中確實既可以發現新

右派的影子，又可看到老左派的痕Ý，說它是新右派的繼續未嘗不可，說它是

老左派的延伸也不無道理。然而，「第三條道路」之所以是一種「新的中派」或一

個「新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它的「舊」：它並沒有創造出新的政治

經濟制度，而是根據新的時代特點對新右派和老左派的價值和策略進行了取捨

和重組，拋棄了「國家—社會」、「公共—私人」、「民主—權威」、「權利—責任」

和「巿場—政府」等傳統的兩分法，把原先對立的兩種價值體系加以融合，從而

把兩種「舊」結合為一種「新」：一種新的「中派」，一條「新的道路」，一種「新的政

治」。

「第三條道路」將老左派與新右派調和了起來，分別秉承了新右派和老左派

的某些價值，所以不言而喻，它與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有<內在的理論

淵源聯繫，對此毋須多論。除此以外，我們認為，「第三條道路」與80年代開始

產生，而在90年代開始流行的三種理論有<特別密切的聯繫。這三種理論分別

是：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 theory）、治理理論（governance theory）和社群主義

理論（communitarian theory）。

二　「新中派」與全球化

「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將其新的選擇和策略歸結為全球

化的產物，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其對內和對外政策是所有「新中派」的基本共識。

布萊爾把「與日俱增的全球巿場和全球文化」看作是我們這一變動不定的時代的

首要特徵，認為在這個時代中「經濟是國際性的；環境是國際性的；犯罪也是國

際性的」，所以「新中派」必須是一名積極的國際主義者4。吉登斯更直截了當地

指出：全球化是影響我們生活的主導性現象，我們不僅要把全球化理解為世界

經濟的激烈競爭，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轉變。他說：「激進的思維和政策

必然要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會。工黨議程上的首要政

策問題包括憲政改革、放權、福利國家改革以及歐盟的未來，這些問題都體現

了全球化的影響。」5

全球化研究與其他理論研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縱觀90年代各國的各種全

球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以下五個顯著特點。「新中派」理論家在參與全球化大

討論的過程中既貢獻出了自己的見解，同時也深深受到了全球化研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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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影響明顯地體現在其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和對實際策略的選擇中。仔細地分

析一下就能發現，全球化理論的下述五個特徵，在「新中派」的理論和實踐中都

明顯地存在<。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國性。全球化是一項真正的跨國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一種真正的跨國理論（transnational theory）。全球化理論的這種跨國性

被「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們所完全接受，<眼於從全球的視角去看待社會

的政治經濟問題，並制訂相應的內外政策，成為「新中派」的重要特徵。布萊爾

及其工黨把「國際性的承諾看作是解決跨國問題的邏輯答案，而不是對國家主權

的威脅」，並更加努力尋求「管理貿易和金融、和平解決爭端、確保對新出現的

緊急問題作出迅速反應的國際制度」6。在這種全球觀的指導下，「新中派」特別

強調國際合作，特別是各國「新中派」力量的跨國合作。布萊爾甚至提出了建立

一個「中左國際」（International of the Centre Left）的可能性。

其次，全球化理論的綜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過程，但是歸根

結柢它是一個整體性的發展過程。「新中派」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化是一個綜合

性的發展過程，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文化和價值等的全球化。正如吉登斯所指

出的，全球化主要是一種經濟現象，但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全球化實際上

是空間和時間的轉變，它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各種過程的複合7。本<這

樣的一種綜合性全球觀，「新中派」的政治家在制訂其內外政策時特別注意各種

政策的相互配套。例如，施羅德政府的思想庫之一，德國社會民主黨下屬的艾

伯特基金會未來委員會在1998年為剛上台的施羅德政府提出了「一條道路，三個

目標」的德國未來十年發展戰略。這三個目標是：經濟效率、社會團結和生態持

久；一條道路是：一種「新的德國模式」，也就是德國版的「第三條道路」。作者

還特別強調上述三大目標之間的相互平衡，亦即強調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

環境等的整體性協調發展。據作者所稱，這一整體協調的社會發展戰略的提

出，是該「委員會詳細地研究了全球化的各個方面」後所得出的必然結論8。在英

國，布萊爾的主要思想庫德莫斯（Demos）及其代表人物馬爾甘（Geoff Mulgan，

他本人也是布萊爾的主要顧問之一）則因其直截了當地為工黨的「新中派」政府制

訂了一個「整體主義」的政治方案（“ holistic”style of government）而名聞遐邇。

再次，全球化理論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論是各種政治傾向和學術傾向的一

個交匯點，它不同於其他帶有某種單一政治或學術傾向的理論。在全球化理論

中，我們可以聽到具有上述各種政治或學術傾向的學者的不同聲音。「新中派」

認為，全球化進程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性發展過程，在全球化時代一切東西都處

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政治思維和政治策略也必須隨<時代和現實世界的發展而

變更，所以布萊爾和其他「新中派」政治領導人特別重視實現其基本價值的那些

手段的「靈活性」（flexible）和「前矚性」（forward-looking）。從「新中派」把原先各種

不同政治傾向的觀點和策略糅合在一起這個意義上說，它沒有固定的政治原

則，正如有人所批評的那樣，「第三條道路」是「伴隨<全球化時代出現的一種時

尚」，它「既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既不是這種東西，又不是那種東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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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全球化理論的內在矛盾性。全球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內在地充滿矛

盾的過程，它是一個合理的悖論：它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是又含分裂化的

傾向；既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

是本土化。相應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滿<各種對立的觀點。有人把全球化

當作福音，有人則認為它是災難；有人把它視為人類的出路，有人則將它看作

是我們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新中派」的倡導者們不僅接受了全球化的這

種悖論，而且具體地把這種悖論或矛盾貫徹於其一系列政策中。吉登斯說：「全

球化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各種過程的複合，這些過程經常相互矛盾，產

生衝突、不和諧及新的分層形式。本土民族主義的復活和本土認同的增強直接

與作為對立面的各種全球化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bk這種對全球化悖論

的辯證思維方式，直接有助於「新中派」走出「巿場—政府」、「民族國家—世界主

義」、「公共—私人」以及「激進—保守」、「左—右」的對立狀態。

三　「新中派」與善治

「新中派」理論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一個新的目標和口號是，「少一些統治，

多一些治理」（less 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這一目標構成了其「第三條道

路」的重要內容。「新中派」的這一基本觀點表明它們充分地吸納了90年代以來盛

行於西方的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思想。

1989年世界銀行在概括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此後「治理」一詞便廣泛地被用於政治發展研究中。英語中的治理

一詞源於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

（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並且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

政治活動中。但是，自從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家賦予治理以新的

含義，不僅其涵蓋的範圍遠遠超出了傳統的經典意義，而且其涵義也與統治相

去甚遠。它不再只局限於政治學領域，而被廣泛作用於社會經濟領域，不再在

英語世界使用，並且開始在歐洲各主要語言中流行。正如研究治理問題的學者

傑索普（Bob Jessop）所說的那樣：「過去15年來，它在許多語境中大行其道，以

至成為一個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無意義的『時髦詞語』。」bl

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特別是政治學家和政治社會學家，對治理作出了

許多新的界定。在關於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

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於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

（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報告，並在該報告中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

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

是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

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

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徵：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

「新中派」理論家和政

治家所提出的一個新

的目標和口號是，

「少一些統治，多一

些治理」。這一基本

觀點表明它們充分地

吸納了90年代以來盛

行於西方的治理和善

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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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

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bm。

從上述各種關於治理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

一個既定的範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

種不同的制度關係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範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

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它包括政

治權威的規範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它特別地關注

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

用。

「治理」與「統治」從詞面上看似乎差別並不大，但其實際含義卻有很大的不

同。在不少學者眼中，區分治理與統治兩個概念甚至是正確理解治理的前提條

件。正如戈丹（Jean-Pierre Gaudin）所說：「治理從頭起便須區別於傳統的政府統

治概念。」bn治理作為一種政治管理過程，也像政府統治一樣需要權威和權力，

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這是兩者的共同之處。但兩者至少有

兩個基本的區別。

首先，治理與統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說是本質性的區別就是，治理雖

然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並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則必定是政府。

統治的主體一定是社會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也可以

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

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願的

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徵「不再是監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權，而是權

力分散；不再是由國家進行再分配，而是國家只負責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門的

管理，而是根據巿場原則的管理；不再是由國家『指導』，而是由國家和私營部

門合作」bo。所以，治理是一個比政府更寬泛的概念，從現代的公司到大學以及

基層的社區，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運行，可以沒有政府的統治，但卻不能沒有

治理。

其次，管理過程中權力運行的向度不一樣。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

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訂政策和實施政策，

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與此不同，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

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夥伴關係、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

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的實質在於建立在巿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

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

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政治學家和管理學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張用治

理替代統治，是他們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巿場的失效，又看到了國家

的失效。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巿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

不可能是萬能的，它也內在地存在<許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國家而享有政治強

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巿場而自發地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既然存在

區分治理與統治兩個

概念，是正確理解治

理的前提條件。首

先，治理與統治的最

基本區別就是，治理

雖然需要權威，但這

個權威並非一定是政

府機關；而統治的權

威則必定是政府。其

次，政府統治的權力

運行方向是自上而下

的，而治理的權力向

度則是多元的、相互

的，並不是單一的和

自上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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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失效的可能性，那麼，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等問

題便自然而然地擺到了學者面前。不少學者和國際組織紛紛提出了「元治理」

（meta-governance）、「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其

中「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的理論最有影響。

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

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巿民社會的

一種新穎關係，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

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

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範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從

某個小範圍的社群來看，可以沒有政府統治，但卻不能沒有公共管理。善治有

賴於公民自願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

只有善政，而不會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礎與其說是在政府或國家，還不如

說是在公民或民間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善治的現

實基礎，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正是基於

這樣一種邏輯，與傳統的左派不一樣，「新中派」尤其強調公民社會對於民主政

治的意義，把培育和發展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當作其既定的主要目標之一。例

如，布萊爾就明確地把一個珍惜權利和責任的強大的公民社會當作其四大政策

目標之一bp。

90年代以來善治的理論與實踐之所以能夠得以產生和發展，其現實原因之

一就是公民社會的日益壯大。公民社會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

間關係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是各種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CSO），包

括非政府組織（NGO）、公民的志願性社團、協會、社區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

自發組織起來的運動等，它們又被稱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政府與公

民社會的合作具體地表現為政府與各種形式的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積極合作，

與公民組織建立良好的夥伴。所以，「新中派」深深地認識到，「他們必須學習新

的技術：與私人部門和自願部門合作，共享責任和權力」bq。

善治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積極而有成效的合作，這種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是

參與政治管理的權力。公民必須具有足夠的政治權力參與選舉、決策、管理和監

督，才能促使政府並與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權威和公共秩序。比起實質民主

（substantial democracy）來，善治更強調的是程序民主（procedual democracy），

即強調保證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權力的現實機制。這一思想在「新中

派」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們提出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口號是「使民

主制度民主化」，其真實意義便是「在公共事務中實現更大程度的透明，進行非

正統形式的民主參與實驗，如全民公決和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離不

開與公民社會各種組織的積極合作」br。

善治未必需要政府，反過來，沒有政府也可以有善治。善治的這一特性被

「新中派」及時地運用於其新的分權思想和全球政治觀中。傳統上，政治上的分

權無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權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論家們看來，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

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

程。善治實際上是國

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

歸，是一個還政於民

的過程。所以，公民

社會是善治的現實基

礎。正是基於這樣一

種邏輯，「新中派」尤

其強調公民社會對於

民主政治的意義，把

培育和發展一個強大

的公民社會當作其既

定的主要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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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國家的基礎首先是分權，不僅向下分權，而且也向上分權。向下把權力

交給地方和地區，向上則交給跨國機構」bs。「新中派」倡導的這種全球治理觀，

目的是試圖推行一種「世界主義」政治策略，他們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

和國內社會一樣，同樣需要公共權威和公共秩序，但這是一種新的公共權威和

公共秩序，它不可能由傳統的國家政府來創立，只能通過善治來實現。

四　「新中派」與社群主義

近年來在西方發達國家新出現了一種所謂的「社群運動」（communitarian

movement），這一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便是「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論家。美國

現任副總統戈爾（Al Gore）自稱社群運動對他「大有啟發」，參議員布雷特萊更是

充滿信心地預測，社群運動將為「未來的政治新時代打下烙印，正如進化論在一

個世紀前使我國改變了面貌一樣」。法國著名政治家德洛爾也把社群主義視為減

少集權和擴大民主的一大法寶。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稱：「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既

已死亡，社群主義便成為歐洲左翼復興的酵母」，並將它作為其新世紀新政治的

第四大價值bt。

社群主義是在批評以羅爾斯（John Rawls）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發

展起來的，它與新自由主義形成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兩相對峙的局面。有人

說，70年代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是新自由主義者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80年代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則是社群主義者的「社群」（community）。在90年代，

「社會正義」和「社群」兩者同樣成為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社群主義以其「公益政

治學」而與新自由主義的「權利政治學」相區別，它強調集體的認同，提倡美德和

責任，主張權利與義務的統一，肯定「積極國家」或「積極政府」的作用等。在

「第三條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政策中，我們輕而易舉地可以看到社群主

義這種「公益政治學」的明顯印記ck。

社群主義者承認個體的權利和價值，但更強調集體的權利和價值。他們所

說的集體主要指的是社群。「新中派」提出了「重建社群」和「復興社群」的口號。

在所有社群中，家庭和國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肯定家庭和國家的價值，改造

人們對家庭和國家的認同感，重新喚起人們對這些社群的忠誠感和歸屬感，成

為「第三條道路」的顯著特色。

社群主義倡導公共利益和集體利益。社群主義的這一命題事實上成為「新中

派」提倡集體利益的道德依據：「我們的獨立自主有賴於集體利益；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們所處的社群而變得豐富多彩，或者反之變得枯燥乏味。」cl

與新自由主義者不同，社群主義從不認為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是天賦的秉

性，而認為是社會過程的產物，是人們奮鬥爭取的結果，政治參與則是爭取和

擴大個人權利的最有效途徑。只有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個人的權利才能得到

最充分的實現。社群主義者從實質上把政治權利界定為個人參與政治決策的權

社群主義以其「公益

政治學」而與新自由

主義的「權利政治學」

相區別，它強調集體

的認同，提倡美德和

責任，主張權利與義

務的統一，肯定「積

極國家」或「積極政

府」的作用等。在「第

三條道路」的一些基

本思想和重要政策

中，我們可以看到社

群主義的明顯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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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而把個人廣泛的政治參與當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礎。這種觀點也被「新中

派」廣為接受：「民主的推動力需要通過發現新的參政方法而得以加強，這些方

法能使公民參與那些與其自身利益相關的決策。因為長期以來，在『代議民主』

與『直接民主』之間形成了虛假的對立。事實上，在一個成熟的社會�，在制訂

影響人民生活的重大決策時，代表們若能充分考慮人民的意見並鼓勵公開的爭

論，那就能夠制訂出更好的政策。」cm

無論是「第三條道路」，還是全球化、治理和社群主義理論，它們本身都還

處在形成和爭論之中，至今對它們還沒有也不可能有十分明確的和一致的界

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三條道路」以及這些新的理論正在對現實世界

發生重要的影響，它們本身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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